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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世纪伦敦政府构建中的文化心态初探+
陆伟芳

摘要：伦敦城市政府问题的出现，与工业革命以来伦敦迅速膨胀密切相关。英国

过于拘泥传统的文化心理，使得伦敦在管理上因循旧俗。19世纪大半部分时间里，传

统文化心态始终掌握着优势，阻碍着伦敦地方政府的构建。但社会进步与城市发展的现

实，又迎来了要求权力适度集中的需要。19世纪末的伦敦政府改革，就在这两种文化

心态的较量中进行。保守文化心态决定了伦敦政府构建的艰难，以伦敦城为代表的古老

势力不愿意放弃旧式特权，也不愿意额外承受着可能增加的经济负担，伦敦西区的社会

精英还害怕市政民主危害他们的特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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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地理，使一大批城市发展壮大，英国成为了城市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政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家层面，19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

使新兴企业家逐渐跻身于议会政治，而文官制度改革、军事改革、教育改革等，则为资产阶级踏

人各类政府机构创造了条件。在地方层面，1835年的地方政府改革，则使新兴工业城市建立起

民选的市政府，也使资产阶级代替土地贵族掌握了城市的统治权，使上层建筑适应新的经济基

础。英国的城市化与民主化进程似乎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不过，进步远非如此线性，英国的政

治民主化进程其实特别缓慢、特别艰难曲折、充满矛盾与争议，伦敦城市政府改革中各种不同文

化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改革走向，决定城市政府的模式。对此，我国学者还没有进

行过专门的研究④。英国学者也认为，不研究伦敦政府“问题”显然是不可能了解伦敦的②。因

此，研究这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首都政府构建中涉及的各种文化心态，显然有助于

我们了解政治进程的艰难。

收祸日期：2014一ll JD7

+ 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集中与分散的博弈——伦敦现代地方自治体制的形成”(项目编号：12YJA770035)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阎照样的《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有部分章节涉及19世纪地方政府的改革，对伦敦政府的变迁

也有所涉及；于军编译的《英国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则专门研究当代英国地方

政府的行政工作。因此总体来说，国内还没有专门的文章来分析研究伦敦城市政府改革过程中文化心态所起的作用。

② Martin Daunton(ed．)，7‰C口，柚^咖啪口n舶细可0厂腑。讯，％z．3，1840·1950，CalIlbridge：C蛐bridge UIIjve瑁iIy Pr嘲。
2000．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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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城市政府问题的出现，是与工业革命以来伦敦迅速膨胀密切相关的。工业化的展开，也

开始了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攀升。从1801年到1911年的长时段

中，英国总人口只增长了4倍多，而城镇人口却几乎增长了9．5倍①。大城市的增长更快，1800

年全英还没有一个超过10万人口的大城市，到1911年居住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里的居民已达

到43．8％②。19世纪是伦敦人口爆炸的世纪，1801年到1901年，伦敦人口占英格兰和威尔士总

人口的比例从10％猛增到21．4％③。从1801年到1891年为止，伦敦人口几乎以每10年增20％

的速度飚升。1801年伦敦的人口有958 863人，到1901年，大伦敦的人口上升到6 586 000人④。

到1901年，伦敦的人口等于英国紧随其后的18个大城市人口的总和，几乎等于欧洲大陆4个最

大城市巴黎、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人口的总和。工业化和城市化早期的观察家如威廉·科贝

特(Wiui锄Cobben)说，伦敦是国家肌体里的一个肿瘤⑧。丹尼尔·笛福(D卸iel De‰)则称

东西伸展仅4英里的伦敦为一个巨型怪物⑨。真不知道他俩要是目睹1901年的东西宽18英里、

方圆几乎70平方英里的伦敦会发出什么样的感叹!

伦敦人口与空间的扩展，意味着“伦敦”内涵概念的变化。事实上，在19世纪，人们常用

大都厶／首都(Metmpolis)或全伦敦(all hndon)来表示整个伦敦地区。但一直没有正式的界

定，在议会历次讨论的伦敦政府改革法案中，伦敦一般指整个伦敦地区，有时与大都会互用。伦

敦原先只指伦敦城，19世纪外省人把包括伦敦城在内的建成区都说成是伦敦。到1851年人口普

查中，正式定义伦敦为大于伦敦城l平方英里的区域，首次确认伦敦(kndon)并不等同于伦

敦城(Cit)，of hndon)。19世纪70年代，统计表上出现了另一个单位——大伦敦(Great

Lond伽)，大致相当于伦敦警务区(MeⅡDpolit锄P0lice District)的管辖范围，即以查灵十字路口

为中心伸展24公里的区域④。在后来历次提出的伦敦政府改革法案中，包含的伦敦范围也不尽

相同。所以，伦敦这个概念本身是动态的，不同的时期，其代表的地域范围并不完全相同。随着

时间的推移，伦敦经历着从只有1平方英里的伦敦城，扩展到包括伦敦城外的区域，再到大伦敦

这样的历史演变⑨。

英国过于拘泥传统的文化心理，使得伦敦在管理上因循旧俗。尽管伦敦人口在增长、地域在

扩展、内涵在改变，但其管理却相对滞后、得不到相应的发展。一直到19世纪中叶，伦敦仍然

没有任何形式的全城范围的政府组织，属于多头多层、条块分割的碎片化管理模式。当时的伦敦

行政单元有伦敦城和许多教区，互不相属，彼此独立。地方机构管理主要有伦敦法团、教区会和

区议会。管理伦敦城的是伦敦法团(City Co甲oration)，由伦敦市首长、伦敦市府参事庭(court

of Alde珊en)和普通议事庭(Court of Common Council)组成，负责伦敦市中心1平方英里的古

老伦敦城，也就是今天的伦敦金融城。管理伦敦其他地方的基层组织是教区(p撕sh)，规模较

大的由选举产生的教区会(select vestry)管理，规模小的则由几个教区组成的区委员会(District

Board)管理⑨。随着城市的扩展和城市公共事务的增多，根据议会私人法案，设立了名目繁杂

① c．w．IJBw．“11le Gm州l of urb肌Populalion in Engl蚰d帅d wales，180l—191l”．in 7h∞∞如船矿lk日m触，珊Inu把矿
Geog唧k阽(1967)。Vol XLI，p．132．

②J0hn B岫ell，A如呻矿舶m咄1815-1985，2nd，kndon蚰d New York：Methuen，1986．p．141．

③⑤⑦ Manin D卸nton(ed．)，丁k＆础魄e￡，加n H舶叮矿B砒讥，V01．3，p．98，p．99，p．96．
④⑥ Stephen Inwood，A H如哆矿幻，h如n，London：MaclIIiU帅，1998．p．411．
⑧今天的伦敦的行政区划分为伦敦城和32个自治市，伦敦城外的12个自治市称为内伦敦，其它20个自治市称为外伦

敦。伦敦城、内伦敦、外伦敦构成大伦敦市；大伦敦市又可分为伦敦城、西伦敦、东伦敦、南区和港口。伦敦城是金

融资本和贸易中心，西伦敦是英国王宫、首相官邸、议会和政府各部所在地，东伦敦是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南区是

工商业和住宅混合区，港口指伦敦塔桥至泰晤士河河口之间的地区。

⑨mlli唧Bkk 0cI四嘲，如矗白唧硼删，L加don：M舵Ⅱlm帅，1913．p．223．hltp：／／www．aIclIive．org／slI删∥l∞al伊V锄眦nlⅨ蝴ch／
l∞8l伊Ⅲ，舢lltn硼)0d8efich—蜘vu．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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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门机构，像卫生委员会、教育委员会、警务委员会等条状组织，各司其职。在19世纪中叶，

整个伦敦大约有着300来个区委员会，受大约250个地方法指导、1万多人从事伦敦的各项管理

工作①。这样，伦敦法团和教区会、区委员会的块状机构，与专门委员会的条状组织，形成了条

块之间的分割，往往使得同一项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很难实行有效管理。一条横穿几个教区的街

道，就可能受几个不同的铺路委员会管理，效果就很难说得清。据说，19世纪50年代，伦敦有

84个不相属的铺路委员会②。总之，英国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伦敦的人口增长和城区扩展，并没

有相应的城市政府机构改革，英国保守的文化传统，使伦敦政府停留在传统框架里。

英国传统的文化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伦敦各级机构希望维持现状，以地方分权作为基

本模式。正如托伦斯(w．M．ToHens)所说：我们有着旧式的英国观念，相信有权选派独立代

表到议会的每个自治市，应该自身拥有自己的城市中心和资源，好坏与否，这是世世代代地方自

治领域的基本原则。专制君主和野心勃勃的大臣多次试图颠覆它，但他们从未持久，实用的社会

良知总是重获被剥夺的特权；我们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受到不同的对待，或被告知放弃我们的独立

的自治家园③，这种心态确保了伦敦城市管理的变革进程异常缓慢。当然，虽然传统文化心态始

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19世纪伦敦是一个迅速扩张的大都市，管理变革势在必行，在自治

基础上进行城市集中管理。

19世纪大半部分时间里，传统文化心态始终掌握着优势，阻碍着伦敦地方政府的构建。它

首先是成功地把伦敦排除在1835年的城市地方政府改革之外。一方面，认为古老的伦敦城是地

方民主的模板，根本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伦敦1831年实行教区会的民主选举，这已

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④。另一方面，1834年英国济贫法改革后，建立一个集中的管理机构，

使许多人对此产生怀疑。所以，虽然皇家委员会在1837年提出了后续调查报告，提出整个伦敦

选举产生一个单一的民选政府，但却得不到响应。连主导1832年议会改革的辉格派领袖格雷爵

士也反对建立一个包括整个伦敦的市政当局⑤。传统文化在这里取得了优势，决心保护伦敦的地

方主义传统，坚持反对中央的介人。因此，伦敦依然维系着传统的管理模式，1835年的市政自

治机关法绕过了伦敦⑥。传统势力占了上风。

其次，是把1855年设立的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Me咖politan Board of works，MBw)局限

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由于伦敦的人口与空间扩展，城市管理越来越不适应，因此在1854年，

再次设立皇家委员会调查伦敦管理问题。皇家委员受传统文化心态影响，坚持自治思想，根本没

有提出构建覆盖全伦敦范围的单一市政当局的想法，而建议建立7个市议会，取代基层教区会，

每个市议会对应伦敦的7个议会选区，每个市议会向单一的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派遣代表，由首

都公共事务委员会负责全城符合公众利益的公共工作④。这是一个联邦式管理框架，充分尊重传

统的自治文化。然而，传统文化心态实在过于强大，连这个方案都太过“激进”。因此改革“基

本上以伦敦城为例，根据伦敦城市长自己的原则建立”⑧，它只成立了一个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

而把实权仍然交给基层组织。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的46个成员，从划分的选区(与议会选区地

① J．Renwick seager，7‰白睨丌l靴眦矿厶n幽n：un如r￡k厶，ldon GD吧丌l胧，|￡A“，1899．hndon：P．s．King&Son．，1899．
IntrI砌uction，xi．http：／／www．archive．or吕／stre鲫∥govemmentonond(Ioseag／govemmentoflondOOseag—djvu．t】【t．

② H．Jephson，，‰鼬n池叮‰Z以110n旷厶，渤厅，kndon：T．F．Unwin，1907．p．12．hlcp：／／www．archive．o形details／
s¨itaryevolutiooojephuoft．

③HC Deb 04 July 1884 vol 290 cc58．

④⑦ Stephen Inwood，A．，^s￡o可旷三D，‘db，l，p．432．

⑤HC Deb 08 July 1884 vol 290 cc 525．

⑥ Ma而n Daunton(ed．)，77Ie饧m6嘞咖啪∞胁s幻，y矿B一删n，V01．3，p．1叭．
⑧HC Deb 21 March 1899 vol 68 ccl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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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范围相同)即教区会(每区有一两个代表)、区委员会和伦敦城中产生。实权则在38个基层

组织手中，包括23个大教区和由55个较小的教区组成的15个区，这样，传统心态取得了又一

次胜利，把古老的教区制度保存下来①。

英国民主传统确保1855年的伦敦政府改革的结果符合基层的利益。这次改革具有明显的地

方主义倾向，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员是基层间接选举的，这在一个民主国家，意味着其权力

是可疑的。伦敦城的财务长官本杰明·斯科特(Benjamin Scott)认为，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是

一个“在似乎赞同代议制政府的希望，与否定其实际操作的决心之间的妥协”②。在基层保留了

每个现存的教区组织，所有的重大权力仍然掌握在地方，如教区会或区议会，而新成立的首都公

共事务委员会的权力虚弱，其间接选举方法，使其成员是被任命的而不是选举的，虽然有民主的

成份，但只是一个民主的伦敦范围政府的可怜替代品而已，缺乏直接选举可能产生的权威和公众

支持，从来没有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③。它也没有成功地把自己树立为代表伦敦人利益的主人。

它在议会没有官方代言人，许多议员只把它看作教区会的放大而已，而且并不对其纳税人负责。

与伦敦法团不一样，它并没有历史根源、没有丰富多彩的盛大庆典，没有什么能激起传统主义者

的共鸣。它也不能满足激进改革者的愿望，他们反对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的间接选举制度，使以

保守著称的本地教区会成员几乎构成了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成员。这样一个由思想狭窄、神神秘

秘的商人组成的机构，怎么能够把方方面面团结在一起、并且激发出伯明翰和利兹一样的市民荣

誉感和认同感④?可见，即使在1855年的改革以后，伦敦仍然没有普通英国自治市享有的普遍

组织和公共参与。这再次说明传统文化心态有多么强大。

第三，在改革大势所趋的情况下，顽强地保持传统的权力和模式。在1884年伦敦政府改革

法案的辩论中，芬斯伯里(Finsbury)议员托伦斯(w．M．ToHens)高兴地指出，自法案提出以

来的3个月里，已经提交了180份反对的请愿书，其中不少于140份是由公共机构或公众集会的

主席签名的，他们代表的纳税人不少于4—5万人，但支持的请愿书却不足一打⑤。包括伦敦城

市长、伦敦法团在内竭力反对，终于使法案遭到搁置。后来还是把伦敦包括进1888年地方政府

改革法案中，才确保伦敦政府的改革。然而，即使在这个改革中，也确保水电煤气等传统权力不

变，教育、住房、城镇规划、供水、警察、伦敦港、批发市场、济贫等教区委员会的本地权力也

没有受到触动。最重要的是保住伦敦城的传统地位，它仍然是伦敦郡内的一个自治市(虽然并

不是一个独立的郡级自治市)⑥。

虽然传统文化心态始终主导着伦敦政治，但社会进步与城市发展的现实，迎来了要求权力适

度集中的呼声。19世纪末的伦敦政府改革，就在这两种文化心态的较量中进行。

建立统一的伦敦政府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从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到伦敦郡的构建，说明

了权力集中的趋势。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是进行集中管理的一个尝试。它毕竟把全伦敦的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统一管理起来，如控制排水、改善城区、管理街道与桥梁、管理消防队。但伦敦郡政

府的建立，最终说明了要求权力集中的革新力量的胜利。

1888年地方政府改革则是政府因势利导的结果。从19世纪70年代起，公众舆论开始向中

① Stephen Inw00d，A^陆幻，y矿幻，-如n，p．433．

② B．scoLt，^＆o￡如l证甜¨血砌如，l矿￡k cny矿如，M】con，LDnd∞：bn唧肌s，g陀en，1867．p．131．hlIp：／／www．archiVe．or吕／
de“ls／∞tatisticalvjn00unkn9009．

③ Manin Daunton(ed．)，m cⅡ础州萨啪帆胍to，y矿胁加，V01．3．p．102．
④19世纪中叶，英国绝大多数工业城市进行巨大的市政建设工程，建设起宏伟的市政厅，漂亮的街道，从而使市民们获

得极大的市民荣誉感。像伯明翰的老张伯伦进行的所谓“市政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⑤HC Deb 04 July 1884 vol 290 cc55．

⑥ see Joseph Fi曲BottoIIlley，b，h出n白兜m眦眦u，h如r fk厶c耐GD岬删眦^cI，1888．kndon：King}lt蛐d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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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化集权演变。19世纪70年代中叶和80年代早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强有力的改革团体——伦

敦市政改革同盟、伦敦社会民主联盟、市政改革协会，当然费边社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保守党、

自由党、费边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都发出了改革的呼声。1870年查尔斯·巴克斯顿(ChaJles

Buxton)、1875年埃尔科爵士(Lord Elcho)提出了提案，建议把伦敦法团的管辖权扩展到整个

伦敦。1878年，下议院通过了一份决议案，建议召开一个直接选举的伦敦政府，这些都是革新

派试图把伦敦管理中央化的尝试，是民众的心态发生变化的表现。1884年4月，哈考特

(Harcourt)的伦敦政府提案也提出把伦敦法团改造成一个民选的权力机构，收回首都公共事务

委员会、教区会和其他行政机构的权力。但首相格拉斯顿还是搁置了这份提案①。

1886年，人们再提伦敦管理改革事宜，索尔兹伯里的保守党新政府把伦敦的改革问题整合

到全国民选郡议会改革计划当中。这样，《1888年地方政府法》创立了一个以首都公共事务委员

会管辖区域为基础的新伦敦郡，即从帕特尼(Putney)到普拉姆斯泰德(Plumstead)、从汉普斯

特德(H砌pstead)到刘易舍姆(kwisham)的区域。伦敦郡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

LCC)接管公园、排水、建筑交通道路、桥梁、收容所和娱乐执照的管理权力②。伦敦郡议会是

民选的政府机构，包括了118个议员、19个参事和1个主席。其中议员由选举产生，伦敦城产

生4个议员，其他57个议会选区各选出2名。3年后全部改选。参事员由郡议员选举产生，每3

年改选其中的9一10人。郡议会每周二为开会日，由26个常设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③。伦敦郡

议会扫荡了铺路、照明委员会百年来积聚起来的错综复杂的机构，负责伦敦城市管理的几乎所有

权力，这似乎是革新派要求的权力集中的实现。1888年的改革，奠定了伦敦地方政府的基本轮

廓，创立了一个事实上的两级制政府，实现了统一与碎化、分权与中央化之间的妥协，这种形式

一直持续到1986年废除大伦敦议会为止。尽管就其架构和权力分配来说，新制度与旧制度并没

有质的差异，但其精神却是全新的㈤，表明了革新思想对传统文化心态的胜利。

从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到伦敦郡议会的历程表明，在整个19世纪，伦敦从仅表示伦敦城，

到表示更广泛的区域，从一个统计学上的、地理上的概念，变成一个行政概念。但在随后，传统

文化心态还会再次扬威。

由于传统势力的影响，1888年改革以后，伦敦郡议会的权力和责任还是很有限的，对警察

没有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内政局手中)，对教育(控制在伦敦教育委员会手中)、济贫法管理也

无控制权⑤。伦敦郡议会也没有控制供水、煤气和电力(其利润本可以支持其他市政活动)，即

使1 904年伦敦供水终于转到公有时，它并不是交给市议会，而是交给都市供水部。

保守党首相索尔兹伯里是传统文化心态的捍卫者。他在1897年11月的一次发言中宣称，他

相信伦敦并不是“一个巨大的自治市，而是⋯⋯一个自治市的集合体”@。这些传统势力还组成

了伦敦市政学会(kndon Munici叫society)，呼吁市议会权力分散化，转交给加强的下级市政机
构，这个组织受到了保守党大力支持。这样，《1899年伦敦政府法》就以保护传统为己任，强调

地方自治传统的延续。1899年伦敦政府法重新创立了28个伦敦自治市(加上一个伦敦城)⑦，以

取代之前的127个地方当局(包括73个教区会、12个区委员会、1个地方卫生部、12个殡葬委

员会、19个图书馆委员会、10个沐浴与浴室委员会)⑨。这28个伦敦自治市由选举产生的市长、

参事和议员管理。议员由选举产生，议员再选举参事员，其人数为议员的l／6，市长也由自治市

①④⑥ stephen Inwood，A凰￡ory矿上D，-口【Dn，pp．439—枷．p．440，p．443．
② see Joseph Firth BottoIIll8y，上肌幽n cD钟丌I，聊眦u，h如r tJIle bc以G0姗删删^ct，1888．kndon：l(inglIt蚰d Co．

③⑧Willi帅Blal【e 0dge％，￡mⅡf GDwHme眦，p．224，p．228．

⑤ Ma而n D叫nt∞(ed．)，孤e c口，柚^姆啪口，l^№￡o可矿占r血口胁，V01．3，p．102．
⑦阎照样：《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这28个伦敦自治市为：Batte№a，Bemond∞y，BetIlnal

Green，C枷IberweU，Chel蝴， DepⅡ刊，Finsbury， Fulh啪，Greenwich， Hackney， H蚰l眦瑚IlitII， H帅pstead，Holbom，
IsIingI加，Kensington，hⅡlbetIl，IJewish硼，Paddingt仰，P0plar，St． Marylebone，St．P帅c啪，Shoreditch，Southwar量【．
St叩ney，Stoke New ington，W柚dswonll，Westminster，W∞1w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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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选举产生。自治市议会接管了教区、区及各种专门委会的所有权力。许多新自治市只是在旧

教区会上加个市长、市议员和市政府的庆典。其他是教区会的合并：如旺兹沃思(w粕dswonh)

和巴特西(Battersea)合并，普拉姆斯泰德并入伍利奇(WooMch)，罗瑟希德(RotlIerh汕e)
并人柏孟塞(Be珊ondsey)，圣·吉尔(st Giles)并入霍尔本(Holbom)，白教堂

(Whitech印e1)、迈尔恩德(Mile End)、莱姆豪斯(“mehouse)和圣·乔治(st Geor{，e’s)合并

为斯特尼(Stepney)自治市，圣·詹姆士(st J锄es’s)、圣·马丁(St Manin—in．tlle．Field)、斯

特兰(St砌d)和汉诺威广场(St Geotge’s H锄over Square)及圣·玛格丽特(St Margaret)加入

到威斯敏斯特市(City 0f westminster)。

虽然Garside认为，“新的机构并没有消灭伦敦郡议会的权力。确实，人们认为它提升了伦

敦郡议会的形象。随着都市自治市议会提供了一种骄傲的焦点，伦敦郡议会能更容易致力于本地

利益，规划和发展伦敦范围的政策和决策框架”①。但是，客观地说，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传统文

化心态的结果。

四

历时几十年的伦敦政府构建，在传统文化心态与革新力量、集中与分权的思想中反复较量，

新旧势力、新旧机构在权力、利益、观念、态度上的不断博弈，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值得我

们总结。

第一，伦敦城等传统势力的保守文化心态，决定了伦敦政府构建的艰难。伦敦作为英国首都

的特殊地位，因为其强大的传统势力，躲避改革，维持传统势力对城市的统治。从伦敦法团到教

区会等既得利益集团，成为阻碍改革与创新的主要阵地。教区会的选举由非政治性的纳税人协会

控制，他们尽可能避免公众对市政事务的兴趣。教区会往往挑选最年老、最稳重的成员进首都公

共事务委员会，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又由最年长的核心成员控制，可以完全不管公共舆论②。在

80年代的改革中，伦敦城市长福勒(R．N．Fowler)承认，伦敦政府改革法案“显然有着外省

支持，但没有大都会伦敦的支持”③。伦敦法团担心传统的财富、权力和特权的丧失，用大手笔

来阻挠改革。正如威廉·哈考特(wiUi砌Harcourt)在1884年伦敦政府改革法案二读辩论时指

出的那样，“从未指望伦敦城市长和伦敦市政法团支持法案⋯⋯伦敦城市长和伦敦市政法团竭尽

所能，在市政厅内外进行斗争”④。果然，1884年，伦敦法团花费14000英镑之巨来唤起民众反

对改革⑤，他们组织大规模的请愿，出版50本小册子并操纵了报刊舆论。《评论季刊》表达了他

们的担忧，认为给予伦敦人选举权的提案，“他们大多数人对公共事务一无所知、许多极度贫困

者”，将会控制“世界上最富裕和最重要的城市区域”。还有基层组织教区会也维护既得利益，

自然也起而反对⑨。伦敦城市长、西兰开夏议员克劳斯(Sir R．Assheton cross)和卡汶(caVan)

议员比格尔先生是议会里竭力捍卫伦敦利益的骨干⑦。

第二，伦敦传统文化心态，还包括不愿意额外承受着可能增加的经济负担。理论上说，伦敦

问题的出路在于一个“大伦敦”，在更大范围内平衡开支(包括威尔斯[H．G．weUes]在内

的许多人这么认为)。伦敦东区与西区存在巨大的经济差异，若以整个伦敦为一个单元，意味着

东西区之间的某种财政统筹。创立伦敦郡议会，就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用伦敦西区的经济财力，

① Manin D肌nton(ed．)，丁k如m占^如Ur6口n仇s￡o，y矿口砒讥，V01．3，p．102．
②⑥ stephen Inwood，A．Hbl07)，o，工o，ldDn，p．437．pp．439—440．

③HC Deb 08 Juiy 18“voI 290 cc519．

④ HC Deb 03 July 1884 vol 289 ccl925-1926．

⑤在1884年7月8日对伦敦政府改革法案的辩论中，Lylllph stardey先生指出，伦敦城市长甚至不想否认伦敦法团花了2

万镑来挫败改革法案，伦敦城甚至为此雇用了一个犯有贿赂罪的保守党代理人。参见Hc Deb 08 July 1884 vol 290

cc529。

⑦HC Deb 03 July 1884 vol 289 ccl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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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解决伦敦东区的问题。1871年，最富裕的教区——圣·詹姆士和皮卡迪里——人均可税价

值几乎是最贫困教区贝塞尔格林(Bethnal Green)的7倍。到1901年，这条鸿沟扩大了：圣·

马丁(st Martin．in．the Fields)的人均价值是迈尔恩德(Mile End)的13倍①。当然，事实上，

伦敦西区的显贵和伦敦城的金融巨头对自己所在区以外的伦敦并不热心，富裕的西区不愿意为了

东区和南区的市政建设掏自己的腰包，西区的政治和金融巨头不愿意为东区和南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埋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观念的根深蒂固，增加了构建全伦敦政府的难度。

第三，伦敦西区的社会精英还害怕市政民主危害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害怕贫穷百姓在政治

上的发言权会摧毁精英政治和绅士社会。如伦敦城采用的非常古老的选举制度，虽然选举普通议

事庭议员不需要什么财产资格限制，但选举参事法庭、市长显然有着许多资格限制。而各教区

会、区议会一直也是由当地的头面人物控制，实行的是一种精英政治。这就容易解释为什么在

1884年伦敦政府改革的议会辩论中，伦敦的既得利益者反对改革居多，据George H帅iton爵士

称，“大都会感觉几乎一致反对改革法案，几乎所有地方机构反对该法案。值得注意的是首都的

绝大多数议员也反对该法案。议会里总计有22个首都的议员，其中3个是政府成员，余下的19

人中，14人反对该法案，5人支持”②。因此，在历次改革中，伦敦城、伦敦城市长一直顽强地

抵制。传统文化、保守心态在伦敦城、伦敦城市长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19世纪伦敦地方政府的构建始终贯穿着传统文化心态与进步变革思想的斗争，在伦敦政府

到底应该是分权还是集中上不断较量，最后形成了中央与自治市的某种制衡，正如《剑桥城市

史》所言：19—20世纪的伦敦政府是一个中央化和分权化的、选举的和非选举的、富有想象力

又循规蹈矩的奇怪混合体、一个非常“现代”的秩序和多样化的结合体④。不过，从19世纪初，

伦敦的保守文化心态占绝对优势，到世纪末向革新思想让步，说明以伦敦城为代表的保守文化，

正在历史进步的脚步下，缓缓退却。伦敦在传统与变革之间，逐渐建构着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

(责任编辑：陈炜祺)

On the Cultural Menta¨ty Of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Lu Weifang

Abstract：The Eme唱ence of London GoVemment problem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rapid urban

expansion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cultuml mentality of British sticking excessively to the

traditjon made London goVemance wear old hats． Tradjtjonal cuhural mentality a】ways took control of

situation，blocked t11e construction 0f London local govemment．The reality of social advance and urbaIl

deVelopment， howeVer， ushered in the needs of pIDper centralization of govemance，The London

goVemment refo彻precede during the competing of these two metalities． Consenrative Cultural mentality

dete珊ined the dimcult of London govemment construction，which included that old forces。take City of

I—ondon as a example，wouldn’t wiUing to let the old privileges to go and to bear extm economic burden．

Social elite of London were afraid that municipal democracy would endanger their special status．

Keywords：Nineteenth Century；London Govemment Refo硼；Cultuml Mentality

①③ MaItin Daun【彻(ed．)，zk如础喇萨Ⅲon肌￡o叮矿B一￡nm，V01．3，p．103，p．104
②HC Deb 08 July 1884 v01 290 cc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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